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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web3.0是“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I-Generated Content，简称AIGC）的时代

（陈丽娜等，2023）。据中国信通院统计，已有超过40个国家（地区）将发展人工

智能上升至战略高度， ①“生成式人工智能”（Generat ive  Art i f ic ia l  Inte l l igence，

简称GAI）已成为未来人工智能国际竞争的四大主战场之一（张欣，2023）。2030

年 ， 我 国 A I G C 的 市 场 规 模 预 计 将 突 破 万 亿 （ 量 子 位 ， 2 0 2 3 ） ， 但 现 行 版 权 法 在

AIGC的客体认定和赋权方面仍规制阙如。AIGC的健康发展不仅需要市场，更需要法

律制度的保障。中共中央、国务院《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2021-2035）》明确指

出，要“构建响应及时、保护合理的新兴领域和特定领域知识产权规则体系……完善

人工智能产出物知识产权保护规则”。 ②而依照生成式的运算逻辑，人工智能对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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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例如欧盟发布《2030数字化指南：欧洲数字十年》《升级2020新工业战略》，拟全面重塑数字时代全球影响力，其中将发展人
工智能列为重要工作；美国陆续成立了国家人工智能倡议办公室，将人工智能提高到了“未来产业”的高度，不断巩固美国在
人工智能领域的全球竞争力，以确保其“领头羊”的地位；日本在制定《科学技术创新综合战略2020》之后，又发布“AI战略
2021”，致力于推动人工智能领域的创新创造计划；英国在2021年9月发布国家级人工智能新十年战略（参见中国信息通信研究
院《人工智能白皮书（2022年）》）。

② 此外，国务院、国家知识产权局也引发了诸多针对GAI的政策文件。2021年10月9日，国务院印发《“十四五”国家知识产权保
护和运用规划》指出，要“健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领域新业态知识产权保护制度”；2022年3月，国家知识产权局印发
《推动知识产权高质量发展年度工作指引》指出要“加快人工智能产出物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研究论证，适应新领域、新业态发展
需要”。2022年7月26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印发《关于加强知识产权鉴定工作的指导意见》指出要“积极开展人工智能……等新
兴领域涉及的知识产权鉴定问题研究，不断完善知识产权鉴定方法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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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生产过程进行了“链条式”的重塑，颠覆了人们对主体创作方式、版权客体边界

及客体归属（赋权）的既有认知。在知识产权和法律领域，这一颠覆集中体现为三个争

论：一是AIGC是否与传统人类作品一样具有可版权性；二是AIGC的独创性如何判定；

三是AIGC归谁所有？本文将在解构GAI技术逻辑的基础上，对上述三个问题进行渐次分

析，最终证成AIGC具有可版权性且版权应当归GAI的使用人所有。

二、价值追求：AIGC 的版权功能

数 据 、 算 法 、 算 力 是 G A I 技 术 的 三 个 组 成 要 素 ， 其 中 海 量 数 据 是 G A I 的 基 础 养

料，算法技术是GAI的核心，算力则保证了算法的运行。算法技术的投入使得著作的

创作方式产生了革命性的改变。与GAI这种革命性的“创作方式”相伴随的是AIGC

不仅具有传统版权所具有的功能，还具有人工智能时代特有的版权功能。

（一）以表达自由为依据的自由功能

表达自由兼具法律意义和艺术意义。在法律意义上，表达自由是宪法规定的一种

权利， ①是一种“否定性自由”（杜承名，2001）。在主体没有滥用自由的时候，任

何人都没有权利限制主体自由表达自己的想法（徐瑄，2003）。从艺术意义上看，艺

术的本质是人工制品，并且是建立在人类生活经验的基础上的、利用物质媒介和观念

符号所创造出来的，能够引起欣赏者情感共鸣的人工制品（陈炎，2013）。但版权的

出发点和版权制度的经济基础是媒介（章凯业，2022），“艺术生活本就是追求艺

术界限的突破和扩展，艺术的多变潜能决定了宪法中的艺术自由不应是静态的自由保

障，而应是动态的自由保障”（张慰，2014）。因此，版权媒介的不断更新换代成为

艺术具有多变潜能的表征。在此基础上，版权的经济制度基础也在不停地变化，受到

版权法和宪法保护的“作为艺术自由”的法益也是动态变化的。进入算法时代，版权

媒介也发生了改变，算法创作物的表达自由是基于算法自由得以实现的，算法自由还

使算法创作物具有了独创性（徐小奔，2021）。GAI的自由功能从艺术理论方面来分

析，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GAI具有随机性，产生了“不确定的美”；另一

方面，GAI能够激发人类作者的创作灵感或“顿悟”。 ②如明尼苏达美术学院教授、

美国电脑艺术家罗曼教授称，“算法是一种‘魔力之手’，它具有偶然性，通过‘控

制’和‘随意’来完成一件作品的，其中一些独特的‘偶然性’是非常有艺术效果的”

（罗曼等，1999）。孙婧（2022）认为，参与美学是由算法塑造出来的，并且感性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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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第47条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国家对于从事教育、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和
其他文化事业的公民的有益于人民的创造性工作，给以鼓励和帮助”。

②“顿悟”是一个心理学概念，自从柯勒1919年提出顿悟的概念以来，这个问题一直吸引着心理学家的关注。顿悟含有“ 突发性”
（suddenness）、“直指性”（directness）和“（行为操作的）持续性”（continuousness of performance）三个特征。“突发性”
是指顿悟式的问题解决往往在极短的一瞬间突然实现；“直指性”是指有效解决问题的方案在顿悟状态中直接呈现在眼前并非经
过反复的尝试错误或者复杂的手段－目的分析；“持续性”是指顿悟一旦获得便很少出现行为上的反复它很像一种“一学即会”
的学习过程（罗劲,2004；张庆林等,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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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也是由算法赋能机制激发的，以算法为基底的AI艺术已经成为当代重要的艺术形象之

一，并且对艺术理论进行了重新塑造。因而，法学也不能陷入无穷的自我阐释之中，应

当意识到算法时代的艺术理念在表达自由中囊括了算法自由，不能够忽视掉GAI所带来

的艺术创作上的自由功能。

（二）以表达效率为联结的聚焦功能

知 识 产 权 法 的 思 想 基 础 和 价 值 目 标 是 效 率 （ 吴 汉 东 ， 2 0 1 3 ） ， 知 识 产 权 制 度

中 包 含 着 鼓 励 和 保 障 知 识 创 新 及 传 播 的 价 值 追 求 ， 其 内 核 在 于 效 率 价 值 （ 冯 晓 青 ，

2022a），即促进知识生产、提高知识增量的价值。而随着每一次创作工具的革新，

人类在创作和知识传播方面的效率就会得到相应地提升，集中表现为不断变迁的版权

内 容 。 例 如 ， 从 印 刷 版 权 时 代 到 电 子 版 权 时 代 ， 再 到 网 络 版 权 时 代 ， 文 化 生 产 和 传

播的效率在每个阶段都有显著地提升（吴汉东，2021）。由此，进入到算法时代，

有 海 量 的 数 据 、 精 密 的 算 法 等 为 人 类 作 者 提 供 减 负 的 技 术 效 能 ， 这 会 对 人 类 的 创 作

行为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带来创作效率的提高。GAI时代，传统版权的浪漫主义色

彩被淡化，作品不再是天才式的创作，作者也不再是孤独的天才（梁志文和李忠诚，

2019），且版权产业实现了真正的“全民创作”。基于此，整个社会的文化增量与知

识存量得到了提升，知识生产的工作效率也得到了提高。

需 要 说 明 的 是 ， 本 文 所 表 达 的 效 率 提 高 并 不 是 说 创 作 工 作 完 全 由 算 法 或 机 器 完

成，算法只是作为辅助工具，在不使人类产生创作惰性的范围内进行合理的使用，以

期最大程度提升创作效率。

（三）以表达质量为追求的竞争功能

版 权 制 度 除 了 以 上 功 能 之 外 ， 还 具 有 竞 争 功 能 。 版 权 制 度 一 方 面 能 够 对 知 识 生

产效率的提高产生促进作用，另一方面能够对知识生产方式的升级和版权市场结构的

优化产生影响。进入到算法时代，在算法模型的作用下，创作者在输出文字作品、美

术作品、音乐作品能够更加的高效，这会导致传统画师的市场竞争力被削弱，从而促

使传统画师转换知识生产方式和生产领域，由此对版权产业的劳动力结构和市场结构

产生优化的作用。例如，照相机的出现对人像画作造成了威胁，曾被谴责为无法体现

“ 人 格 之 烙 印 ” 。 其 后 ， 又 逐 渐 发 展 出 全 新 的 “ 摄 影 艺 术 ” ， 促 进 了 艺 术 表 达 的 升

级，但人像绘画仍未过时，仍具有其独特的艺术和市场价值。

类似地，受到GAI技术影响造成竞争力减损的创作者，一方面可以进行转型，以

行业优势加上算法模型辅助创作，用该方法来促进艺术升级，发展出一套具有“生动

人性”的AIGC艺术；另一方面可以从事其他内容生产工作，在“市场之手”的“无

形调控”下涌入其他需要劳动力的作品生产领域，从而优化版权市场结构，实现版权

市场的结构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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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以数字人权为奠基的迭代功能

在数字化时代，随着科技的进步和互联网的普及，个人在数字空间中的权利和隐

私面临新的挑战，人权的概念和实践正在经历深刻的变革，数字人权作为第四代人权

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人权进行了全面重塑（马长山，2019）。数字人权是指，个人在

数字领域中享有的基本权利。数字人权的核心在于人类个体在数字空间中行使自由表

达和参与的权利，数字人权旨在保护个人在数字环境中的尊严、自由和隐私。法学理

论中的数字人权概念包括了隐私权、言论自由、数据保护权、数字平等、数字安全、

知识自由、数字监督权等多个方面。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广泛应用为人们提供了更

多的表达渠道，这为数字人权的实现创造了条件。GAI就是数字时代创作的重要工具

之一，这也从侧面印证数字人权对表达自由的需求。GAI能够培养人类所需的数字化

素养，又对人类的表达自由、全面创作和数字化生存产生了深远影响。元宇宙的出现

进一步推动了这种创作方式的变革，为创作者提供了全新的创作平台。具体来说，一

方面，随着算法的介入和应用，创作者需要掌握与算法相关的知识和技能，以更好地

应对创作过程中的技术要求。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环境中，创作者就需要不断培育算

法素养，以适应数字人权背景下创作行为的革新。另一方面，人的数字化生存活动使

得创作行为在逐渐呈现出数字化创作的特征。算法驱动的创作过程通过优化、自动化

和个性化等方式，提升了创作效率和创作品质。人们更加倚重算法作为创作过程的助

力，以满足日益增长的数字化生存需求。总之，这种数字化的创作过程与数字人权的

表达自由密切相关，为个体提供了更广泛、更灵活的表达空间和表达方式。

三、构成根据：算法法治路径之边界

基于上述分析可知，AIGC的版权包含自由、效率、竞争及人权等方面的功能。在

此之前，还需讨论AIGC是否具有版权要求的独创性和可版权性，并建立客体边界的底线

原则和标准，如此才能确定生成式人工智能作品的版权归属。

（一）AIGC 中算法的角色定位

从理论上来看，AIGC中的人机关系至少可以划分为三种不同的模式，即人类主

导 创 作 模 式 、 人 类 与 算 法 贡 献 相 当 模 式 以 及 算 法 主 导 创 作 模 式 ， 分 别 对 应 了 “ 工 具

论”“合作论”和“独立论”下的人机关系。在理解GAI的客体边界时，需要审视人

机关系的不同模式，在辨别各种模式下人机关系的基础之上，对AIGC的版权归属问

题进行具体探讨。

首 先 ， “ 工 具 论 ” 认 为 算 法 是 人 类 创 作 过 程 中 的 一 种 工 具 ， 创 作 者 在 这 一 过 程

中发挥着主导作用，通过算法来处理数据和执行预定程序来生成创作成果。按照这一

观点，算法技术本身并不具备独创性，它们仅是人类创作者的工具，从而算法技术本

身并不具备单独享有版权的基础。换言之，工具论强调人类创作者的主观创作能力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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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决策，算法只是帮助他们实现创作愿望的手段。但“工具论”可能无法完全涵盖

GAI技术的复杂性，毕竟并不是在所有利用算法驱动创造的情况下，人类行为均占主

导部分。其次，与“工具论”不同，“合作论”强调创作者与算法之间的合作关系，

创作者的创意和判断与算法的分析和计算能力相结合，共同塑造最终的创作成果。从

这个角度来看，算法应该被视为一种有助于创作的合作者，并在版权归属和权益分配

方面得到相应的考虑。最后，“独立论”最易理解，即算法可以独立创作出具有独创

性的成果。在作品的产生过程中，算法驱动技术占据主导地位，人对于作品产生的作

用几乎可以不计。另外，在“独立论”下，作品的版权归属问题只需要考虑算法程序

参与主体的贡献，其并未超脱“合作论”下版权归属的争议范畴，且“独立论”中不

仅涉及作品权益归属的问题，还涉及AIGC是否具有可版权性的问题。基于论文所探讨

的范围限制，本文在此暂时不予探讨。在AIGC中，如果人起绝对作用，算法仅仅起到

辅助的工具作用，则应当采用“工具论”的观点。但如果在算法驱动中，算法也在其

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则应当放入“合作论”的视角下讨论版权及其相关利益的归属

问题。

（二）独创性主观论作为原则设定

判断“人机关系”中人类作者或算法生成内容的可版权性问题，问题核心在于二

者对生成内容的独创性程度。对于独创性的判断标准目前存在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两

种观点。从哲学角度审视，尽管两种观点在价值取向上有所差异，但都或多或少涉及

人格财产权、劳动财产权和功利主义激励理论。本文认为，在当前人工智能并未发展

为强人工智能的现实中，应当强调在“人机协作” ①中采纳独创性主观主义标准，保

障创作者的主体地位，关注人格和劳动的价值。只有这样才能同时发挥版权法的激励

功能，即人类作者和算法共同作业时，其最佳状态是以人格因素、劳动因素和激励因

素为价值取向。

1. 理论依据之一：财产权人格理论

算法介入创作完全不同于传统涉及创作者的主观意志和人格的创作方式，智能作

品的创作过程由于缺乏人类的情感、体验和创造力与传统作品大相径庭。因此，有人

主张采用独创性客观主义的标准来判断这些作品是否具备独创性。然而，这一标准虽

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用于衡量算法生成作品的外观创新，但可能会忽视作品背后所蕴

含的人格价值以及人类意志是否延伸至作品之中，从而导致知识产权保护的正当性问

题。要理解这个问题，有必要回归到黑格尔的财产权人格理论。黑格尔（1995）以自

由意志为起点认为，人类的意志延伸至物体，才形成了所有权的基础，这一理论奠定

了知识产权正当性的基础。

从 实 际 来 看 ， 许 多 基 于 深 度 学 习 的 算 法 模 型 可 以 在 极 少 人 类 干 预 的 情 况 下 生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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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这些作品在外观上与传统意义上的作品相似。然而，如果只从外观上判断独创

性，忽略了算法生成过程中人类意志的参与，这就违背了版权法的底层逻辑，即无法

满足所有权的人格基础。因此，独创性客观主义标准具有不可避免的缺点，无法保护

人类的创造性和表达，不应被当作独创性判断标准。相反，独创性主观主义的标准在

国际上得到了一定的认可。据国际保护知识产权协会2019年的数据显示，85%的协会

成员认为人类干预是AIGC受到著作权保护的必要条件（Jonathan，2019），这反映

了在实践中，人类意志在算法生成作品的独创性判断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总之，从黑格尔的财产权人格理论出发，可以看到将人类的意志因素纳入独创性

判断中的重要性。在GAI时代，坚持独创性主观主义的标准能够更好地维护知识产权

法的正当性和内在统一性，这不仅是对创作者智慧和劳动的尊重，也体现了“人的表

达”对“机器的表达”的优位性。

2. 理论依据之二：财产权劳动理论

洛克的财产权劳动理论强调劳动在物品成为私有财产权中的关键作用，为知识产

权合理性提供了深刻的哲学解释（杨延超，2018）。当一个人通过劳动使物品脱离自

然状态，将自己的劳动融入其中，才能使其成为自己的财产（洛克，2011）。这一理

论将劳动的过程和结果统一起来，不仅包括了劳动的结果，更包括了劳动的过程，二

者缺一不可。

然而，客观主义标准在判断作品独创性时，仅以劳动结果为判断依据，忽略了产

生过程中涉及的主体劳动过程，对劳动属性的认识是有缺陷的，这一缺陷在GAI领域

表现尤为突出。相比之下，主观主义标准注重劳动在作品生成中的过程，能够更好地

识别创作者的劳动贡献。这种标准在保护AIGC独创性方面具有明显优势，能够增强

其知识产权的正当性，同时激发人类的创作动力。此外，易继明（2017）主张将人

工智能生成物的创作和版权问题分为两个问题，其将公司雇员的劳动与公司财产归属

与之对照，雇员在劳动，公司并未劳动，但劳动所得财产最终被归属于公司。以此类

推，算法的“创作”行为和其“创作结果”可以分开，其版权财产应归于在生成物产

生过程中付出了更多劳动的人。

总之，从财产权劳动论的角度来看，AIGC的版权归属应该取决于在生成过程中

付出更多劳动的主体，这个主体可以是算法的设计者、训练者，或者是使用算法生成

物的人类创作者，这也避免了将算法模型视为创作者的错误。须知，算法模型无法被

视为具有自主意识和主观能动性的实体。人类创造者通过调整算法参数、指导训练过

程等方式，将自己的劳动融入生成物的创作过程中，将生成物的正当性归因于人类的

劳动是合理的。

3. 理论依据之三：功利主义的激励理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以下简称《著作权法》）第1条，保护著作

权是途径，促进文化创作才是最终目标，这也体现了功利主义的激励理论，即通过赋

予创造者知识产权，以促进创造者从事更多的创作活动，从而达到社会幸福最大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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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张文显，2012）。与指向行为过程价值评判相对，功利主义更侧重于对结果的

促进作用。基于这一理论，适用著作权法应当有利于从结果上激励更多的文化作品的

产生，或者有激励更多文化作品产生的倾向，这契合了效率价值追求，由此成为解释

和适用著作权法的原则标准。

生 成 式 人 工 智 能 情 景 下 的 知 识 产 权 保 护 ， 需 先 厘 清 参 与 创 作 的 主 体 范 围 ， 进 而

明 确 哪 些 权 利 主 体 是 应 当 值 得 保 护 的 ， 或 者 对 不 同 创 作 主 体 的 利 益 选 择 是 否 存 在 位

阶，即在权利相冲突时，应当侧重于保护的主体和在一定情形下需要进行权利让位的

主体。创作主体主要包括算法代码编程者、算法工具设计者和算法使用者。算法代码

编程者与算法工具设计者之间更类似委托方和受托方的关系，前者需要先构思出如何

从命令、指令或目前常见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情境下的输入资源，如起始图片和素材等

资源，产生出符合前述命令、指令、图片和素材的最终产品的路径，再由后者从技术

层面实现上述路径。在算法工具设计者本身具有充分的编程能力的时候，二者的身份

是可以重叠的。但不同的算法产品的用户体验可能存在很大差异，比如算法使用者对

于算法产品最终产生的作品和素材的运用存在很大差距。从功利主义角度来评价这一

现象，在算法代码编程者和算法工具设计者身份可以区分的情况下，由于前者往往不

承 担 产 品 表 现 不 佳 时 的 不 利 后 果 ， 因 而 并 不 属 于 知 识 产 权 法 意 义 上 值 得 保 护 的 权 利

主体。

然而，是否所有的算法工具设计者和算法使用者都可以作为著作权法的权利主体

呢？从著作权法的立法宗旨来看，如果著作权法是为了促进文化作品的创作，那对于

算法工具设计者和算法消费使用者及其作品的保护应必须具有能够反过来促进文化作

品创作的价值才可以。反对者认为，对算法驱动创作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情形进行知识

产权保护，反而会压抑传统创作者的创作热情，因为在前者的情形下，实际进行创作

的是算法而非人类。如果算法可以轻易地进行绝大部分创作工作，人类在其中并未投

入过多的精神和意志，对这样的创作者和作品进行保护，反而会伤害传统投入大量时

间和精力进行创作的创作者，进而对文化作品的创作起到反效果，笔者认为这一论述

存在一定的合理性。那么，算法工具设计者和算法消费使用者如何构成值得保护的创

作者？算法驱动作品投入的主观独创性到何种程度才算足够、才能实现著作权法激励

人类创作的目的？这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三）标准：人类独创性贡献司法认定范式的建构

通俗意义上讲，作品创作的过程是基于现实生活中的工具和已经存在的素材，对

其进行创作性的加工和整合。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场景下，其智能主要体现在将已经

存在的素材或用户输入的素材根据用户提供的灵感和想象进行整合和表达的部分，而

人类的智慧主要体现在输入素材及提供创作灵感的部分。有学者认为，人类智慧包括

获取和提炼知识并进行演绎和产出的显性具象化智慧能力，以及进行想象、灵感和顿

悟的抽象的隐形智慧能力（钟义信，2016）。显然算法产品消费使用者是提供隐形智

慧能力的角色，而算法产品设计者所设计出的算法产品或其背后的人工智能扮演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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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性具象化智慧能力的角色。基于上述区分，将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过程解构为如下三

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算法层面的素材采集和人工智能学习阶段，这一阶段充分体现了算法

产品设计者的主观投入。例如，对于《最后的晚宴》这幅作品，不同的欣赏者关注和

捕捉到的重点可能会存在很大的差别，可能是在座的各位宾客，可能是色彩的运用，

可能是构图的排布。也因此，不同的算法产品在提取时的第一步可能就存在很大的差

异，也充分体现了算法产品设计者的审美取向。

第 二 阶 段 是 数 据 或 指 令 的 输 入 ， 是 算 法 使 用 者 开 始 生 成 式 人 工 智 能 的 关 键 。 在

这一阶段，算法使用者根据自己的需求输入一定的起始素材或指令，也有使用者在脑

海 中 有 大 概 的 构 思 ， 通 过 输 入 草 图 的 方 式 让 算 法 产 品 完 善 自 己 的 作 品 创 作 。 一 般 而

言，使用者的需求和指令越明确，算法产品最终产出的成果可能越接近使用者的目标

作品。同时，这一阶段也是最体现算法产品消费者主观创作投入价值的阶段，将不同

的 素 材 、 指 令 、 要 素 进 行 结 合 ， 结 合 的 创 意 本 身 就 体 现 了 使 用 者 的 灵 感 和 独 创 性 的

想法。

第三阶段是作品的产出阶段，但这并非狭义上基于已有的算法和用户的输入机械

地产出成果的阶段，而是指在初步完成上述两个阶段的智力成果投入后，为了实现作

品产出和用户预测成果的靠近，即满足算法模型生成物的可预测性，可能需要对算法

程序进行调试，以及由算法产品使用者对产出结果进行选择和淘汰，进一步筛选出符

合使用用户创作灵感的作品。这一阶段可以和第二阶段循环重复，也可以将第三阶段

产出的作品重复作为素材输入，借以实现更为接近用户目标的作品创作。

判 断 算 法 驱 动 生 成 作 品 是 否 具 有 著 作 权 意 义 上 的 保 护 价 值 ， 上 述 三 个 阶 段 都 是

必不可少的。如果用户输入了指令和素材，但算法本身未对指令和素材中的要素进行

捕捉，而是随机生成了不具有相关性的产品，这样的产品就不具有著作权意义上可被

保护的价值。如果产出的作品完全不符合用户的可预测性，其未建立起用户输入信息

和算法运作产生作品之间的联系，那么对于这样的作品，无论是算法产品的设计者，

还是算法产品的使用者，都很难主张其对这样的作品参与了创作和有独创性的投入，

也很难对其主张存在著作者权。同时，也只有对上述三个阶段投入的智力成果进行保

护，才可以实现对有创作价值的算法驱动作品的保护，从而从功利主义的角度上促进

创作作品的产生，达到鼓励创作作品的结果或倾向性结果。

四、版权归属：AIGC 版权归属之认定

在“合作论”中，AIGC的版权归属既包含着人的因素，也包含着算法的贡献，

两者之间的权属划分对于参与主体的利益具有重大影响。而算法驱动创造的作品权益

归属应当依据知识产权的一般规则来进行判断，除非当事人有约定或者知识产权法有

特别规定。下文将在结合知识产权归属的一般原理，对没有当事人约定和法律规定情

况下的AIGC的版权归属问题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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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所有人不能成为版权归属者

直观来看，从激励理论出发，认定AIGC归属于投资人有一定的合理性。著作权

法的目的是通过激励作品最广泛的创作和传播而增进知识和学习，而不是强调这些作

品的价值（冯晓青，2006）。从历史上看，基于“重商主义”的经济垄断观念与私

有财产神圣的财产权观念，世界上第一部著作权法得以诞生，其主要目的在于保护现

代文化传播，鼓励人们对生产精神产品和兴办出版业进行投资（吴汉东，2020）。

针对算法驱动作品，从激励理论出发，投资人为算法模型的开发、预演、训练以及投

入使用付出了最多的成本并承担了风险，需要激励算法技术模型的投资才能实现产业

的可持续发展。从这一意义上看，认定算法驱动作品属于算法模型投资人有一定的合

理性，这也体现了建立在“财产价值观”基础上的商业著作权说。但在当前人工智能

算法开发的行业背景下，仅从激励理论出发无法直接认定算法模型投资人为版权归属

者，现有著作权法框架无法完整论证和解释这一合理性。

一 方 面 ， 著 作 权 是 基 于 作 者 创 作 行 为 而 产 生 的 自 然 权 利 ， 尤 其 在 大 陆 法 著 作 权

法体系下，不仅强调财产权的单一属性，更丰富了作者的人格权，刻画作者的理性品

格。“作者”在大陆法著作权法体系下具有至高的地位。尽管世界上第一部著作权法

《安娜法令》明文规定保护作者与出版商，但出版商的权益从权利本源上来看，是派

生权利，被视为作者权利让渡的结果（吴汉东，2020）。因此，直接认定作者为投资

人，无法体现著作权法对作者人格权益的保护。另一方面，激励创作和文化与信息传

播，实现产业发展不需单纯依靠赋权投资人以著作权为唯一路径。算法模型所有者将

算法产品投入市场，可以通过广告费、授权使用许可费等方式获得收益。投资人具有

较大的商业选择空间，能够实现其自身的利益和投资成本的回收。根据《计算机软件

保护条例》第10条和第13条的规定，在无合同约定或特殊场景下，计算机软件的著作

权归属于开发者，包括自然人或法人、其他组织。如若法律规定将AIGC赋权给所有

者，在无合同约定或特殊场景下，则相当于所有者既享有计算机软件著作权，也享有

AIGC的著作权，从而形成双重赋权，存在对投资人“过度激励”的可能性，极易引

发权利滥用，甚至垄断风险。因此，必须谨慎赋权，防范权利的过度扩张，平衡商业

利益、产业发展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关系。

此外，有观点认为，赋权算法模型投资人与著作权法“法人拟制作者”的基本原

理具有相似性，但这一观点无法从作者创作行为上进行解释。法人之所以能够拟制为

作者而获得著作权，主要是因为创作者的创作行为是出于法人的意志，且作品的内容

也需要根据法人的意思进行安排。但在绝大多数AIGC中，使用者并非承接所有者的

意志，而是凭借自己的意志利用算法模型进行创作。算法模型更多的是一种提高“表

达效率”的算法工具，本身不具有独立意志，不符合作者开展创作行为的本质要求。

因而，算法模型的投资人与法人拟制作者不能等同。

综上，无法从著作权法激励理论和作者意志延伸的角度认定AIGC版权应当归属

于投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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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设计者不能成为版权归属者

设计者即算法程序的编写者。有观点认为，编程人员投入了智力劳动成果编写算

法，对算法设计和AIGC的生成逻辑具有实质性的贡献，以此为标准，其可以成为权

利归属人。另外，“算法作品”是由AI软件衍生而来，可以看作是AI软件的演绎作

品，应该由设计者延伸享有演绎作品的版权（李宗辉，2018）。基于以上理由，算法

的设计者或编程人员享有AIGC著作权似乎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无论从著作权客体的

构成要件认定，抑或演艺作品类比的可行性来看，上述观点均不能成立。

其 一 ， 以 算 法 编 程 者 对 程 序 有 实 质 性 贡 献 认 定 作 者 归 属 的 观 点 不 成 立 。 对 实 质

性贡献的认定是区分职务作品和法人作品的核心所在，仅依据是否“代表法人意志创

作”不具备可行性，应考虑法人对作品是否做出实质性贡献及具体的创作内容与表达

形式。在司法实践中，仅是“代表法人意志创作”当然不能认定为法人作品，只有当

法 人 对 案 涉 作 品 做 出 了 实 质 性 贡 献 ， 成 为 独 创 性 表 达 的 来 源 ， 才 有 可 能 被 认 定 为 法

人作品。 ①关于实质性贡献，英国《版权法》第9条第3款规定的“由计算机生成的文

字 、 戏 剧 、 音 乐 或 者 艺 术 作 品 ， 对 该 作 品 创 作 进 行 必 要 安 排 的 人 视 为 作 者 ” 。 但 以

此为依据认定AIGC归属于设计者曲解了英国版权法“必要安排”设定的真实含义。

英 国 版 权 法 所 指 的 “ 必 要 安 排 ” 所 针 对 的 对 象 是 “ 作 品 ” ， 而 不 是 整 个 创 作 过 程 。

AIGC经历了投资、算法模型设计，以及使用者利用算法模型进行创作的阶段。若把

英国版权法的“必要安排”理解为整个“创作”环节，对AIGC而言无法区分何者是

“必要安排”。此外，如果认为算法程序在“创作”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而使设计者

获得著作权，依据这种逻辑会推导出许多谬论。例如，演奏者利用钢琴弹奏出绝美的

旋律，那么钢琴的制造者是否也应该获得著作权？显然，以“实质性贡献”为标准无

法证成设计者对AIGC享有著作权。

其二，以演绎作品的归属来论证AIGC的权益归属的观点也不能成立。有观点认

为，算法驱动下创作的作品类似于演绎作品，是基于已有“作品数据库”而进行的演

绎，从而应赋权设计者。但若从两类作品认定的构成要件出发进行比对，这一类比也

不能成立因为算法驱动下创作的作品和演绎作品的本质特征完全不同。演绎作品从根

本属性上需要符合两个条件，即不根本改变原作品的独创性表达，且保护原作品完整

权（李扬，2019）。生成式人工智能下的客体如若能够获得著作权保护，必须在主观

主义标准下考察其自身的独创性，而非来自原有作品集的独创性。因此，这与演绎作

品存在本质区别，不能类比。

（三）使用者应当为版权归属者

在人工智能通过算法模型激发社会大众创造力的技术发展趋势下，将权利配置给

使用者，有利于提高作品的利用和传播效率，实现人工智能撬动内容生产和传播，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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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产业变革。基于形式固化、激励理论、意志延伸和两权一体的解释，赋权使用者是

更符合当下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和著作权法立法框架体系和逻辑的权利归属认定模式。

首先，从著作权客体认定要件上来看，将版权赋权使用者，既能衔接独创性主观

主义标准，也符合人机协作的实然状态和著作权法的立法目的。上文论述了在判断相

关客体的独创性时，应该采取主观主义的标准，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过程中考察人类

的干预和人格因素的介入。独创性主观主义追求的最核心价值就是作者的人格因素或

者说意志因素。因此，在上文确立“独创性司法判断标准”时，将人格因素以隐性智

慧能力为表征体现在生成式人工智能各个环节之中。这个判定标准对使用者人格因素

的介入程度要求较高，需要在特定步骤体现其灵感、审美和独特的价值需求。因此，

赋权使用者也是具有限制的，避免使那些对“作品”不具备实质贡献的使用者获得著

作权，不会因此滋生创作惰性。算法生成物体现了使用者的创作意图和倾向，对作品

独创性产生实质性影响。且从作者需开展“创作”行为的构成要件上来看，使用者利

用算法模型创作出了与设计者训练的“数据集”截然不同的作品，其中融入了使用者

独特的人格因素。正如摄影作品中，使用同样的相机并拍摄同样的景物，可能得出不

同的作品一样。AIGC中体现的独创性根源于使用者而非算法的设计者或所有者，是

使用者创作意志的体现和延伸。因而，赋权使用者具有合理性。

其次，从著作权客体形式固化的角度出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

条例》（以下简称《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2条，“著作权法只保护思想的表达方

式，而不保护思想本身”。在AIGC中，尽管算法驱动中既有算法本身的参与也有人

的因素，但从客体形式上看，只有在使用者阶段才能产生著作权法所保护的“外化的

表达”，使用者是使“作品”成为“作品”的最直接主体，使作品满足了著作权的客

体要求。如果没有使用者使用算法的行为，将根本上不可能产生作品。根据著作权法

保护“表达”的原则，理应赋权使用者，符合作品“表达”的外观构成要件。正如作

家使用笔创作出的文艺作品，其著作权应该归属于作家而不能归属于笔。

再次，将AIGC的版权归属于使用者，符合“拟制作者”理论的要求。传统版权

理论认为，学界对于拟制作者理论合理性基础的论证主要采用投资人保护说，即投资

人对作品的创作过程付出了资本，为了保护投资人的利益而赋予投资人作者身份（刘

春田，2014）。但拟制论所采用的投资人保护说在人工智能时代无法满足人工智能

作品权利配置的需求。无论是作为投资者的所有权人，还是算法设计者，其在转让算

法使用权的过程中均已获取相应的收益，如果按照投资人保护依然应当将作品的版权

归属于所有权人或者算法设计者，这并不符合常理。事实上，无论是从我国《著作权

法》第11条第3款的规定，还是从财产权的本质来看，拟制作者能够获得作品著作权

的基础在于拟制作者对于作品产生的过程拥有控制力（吕炳斌，2023）。依照此理

论，在生成式人工智能作品中，只有使用者能够对作品创作的过程拥有控制力，基于

这种控制力，应当赋予使用者以著作权。与此类似，在民法对于孳息的获取中，《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321条明确规定，既有所有权人又有用益物权人的，由用益

物权人取得孳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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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从功利主义的角度来看，也需要将AIGC的著作权归属于使用者。著作权

保护中的功利主义，其本质上也是通过保护著作权人的利益来促使更多作品的产生。

具体到生成式人工智能中，无论是算法技术的进步，还是文化市场的繁荣，都需要人

利用算法来创作作品。尽管特殊情况下，生成式人工智能中使用者或许不需要著作权

的 保 护 ， 但 我 们 无 法 否 认 ， 对 使 用 者 算 法 创 作 作 品 的 保 护 会 更 有 利 于 激 发 使 用 者 利

用算法创作作品的热情。也能够反向驱动使用者使用算法模型进行创作，促进模型开

发、场景应用并获得收益，实现市场的良性循环。总之，作品是作者人格、精神状态

的自然延伸（冯晓青，2022b）。作品必须要体现作者的人格和精神要素，否则不符

合作品的构成要件，无法进行赋权。AIGC的著作权不能归属于所有人和设计者，只

能将著作权归属于使用者，否则会导致著作人身权赋权错位，从而引发权利属性和赋

权规则的偏移，甚至引发版权价值体系的错乱，乃至崩溃。

结语

有学者指出，在算法社会，“人”的逻辑将让位于“机器”逻辑，人类面临着技

术力量的宰制（雷磊，2023）。毫无疑问，当下还没有进入强人工智能的时代，但并

不是说这种担忧就毫无意义。恰恰相反，伴随着这种担忧，我们才能更好地明确人类

在未来时代中的地位，以及为了实现、维系这种地位所作出的伦理努力。与之休戚相

关的问题是，基于算法的人工智能未来究竟能否成为人类社会的主体，已经不再是完

全想象性质的问题了，技术发展的迅速使得一定程度上人类应当采取与人工智能合作

的态度，而非完全压制、使用，尽管人工智能目前仍然无法脱离工具范畴，但随着越

来越多“黑箱”性质的现象出现，人类社会势必要正视该问题，这一任务应交给人文

社会科学学科来进行，以贯彻数千年来人类生存、发展凝聚的智慧。

参考文献

[1] 陈 丽 娜 , 李 白 杨 , 白 云 , 等 . 人 工 智 能 生 成 内 容 ( A I G C ) 的 技 术 特 征 与 形 态 演 进 [ J ] . 图 书 情 报 知

识,2023(1):66-74.

[2] 陈炎.艺术本质的动态分析[J].文艺理论研究,2013(3):41-47.

[3] 杜承铭.论表达自由[J].中国法学,2001(3):54-61.

[4] 冯晓青.知识产权法利益平衡理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

[5] 冯晓青.知识产权制度的效率之维[J].现代法学,2022a(4):171-190.

[6] 冯晓青.著作权法(第二版)[M].北京:法律出版社,2022b.

[7]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8] 雷磊.新科技时代的法学基本范畴:挑战与回应[J].中国法学,2023(1):65-84.

[9] 李扬.著作权法基本原理[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9.

[10] 李宗辉.人工智能创作物版权保护的正当性及版权归属[J].编辑之友,2018(7):80-87.

[11] 梁志文,李忠诚.论算法创作[J].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9(6):46-59.

[12] 量子位.首份中国AIGC产业全景报告发布!三大类玩家,四种商业模式,万亿规模市场,还有最值得关注

50家企业[EB/OL].(2023-03-29)[2023-04-15].https://mp.weixin.qq.com/s/NtLxV313sK6QX1ayD0aT_w.

[13] 刘春田.知识产权法(第三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王长征 论使用人作为生成式人工智能作品版权归属者的根据



91

[14] 罗劲.顿悟的大脑机制[J].心理学报,2004(2):219-234.

[15] 罗曼,凡罗斯科,樊小明,等.艺术与“算法”——我的电脑美术创作与思路[J].美术观察,1999(1):14-15.

[16] 洛克.政府论(下篇)[M].叶启芳,瞿菊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17] 吕炳斌.面向人工智能时代的著作权法拟制作者理论重构[J].南京社会科学,2023(10):90-130.

[18] 马长山.智慧社会背景下的“第四代人权”及其保障[J].中国法学,2019(5):5-24.

[19] 孙婧.人工智能艺术的历史生成与“参与”美学[J].当代文坛,2022(6):183-189.

[20] 吴汉东.知识产权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21.

[21] 吴汉东.知识产权法价值的中国语境解读[J].中国法学,2013(4):15-26.

[22] 吴汉东.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研究(第四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10+12.

[23] 徐小奔.论算法创作物的可版权性与著作权归属[J].东方法学,2021(3):41-55.

[24] 徐瑄.知识产权的正当性——论知识产权法中的对价与衡平[J].中国社会科学,2003(4):144-154+207.

[25] 章凯业.版权保护与创作、文化发展的关系[J].法学研究,2022(1):205-224.

[26] 张庆林,邱江,曹贵康.顿悟认知机制的研究述评与理论构想[J].心理科学,2004(6):1435-1437.

[27] 杨延超.人工智能对知识产权法的挑战[J].治理研究,2018(5):120-128.

[28] 易继明.人工智能创作物是作品吗?[J].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7(5):137-147.

[29] 张慰.艺术自由的文化与规范面向——中国宪法第47条体系解释的基础[J].政治与法律,2014(6):58-66.

[30] 张文显.知识经济与法律制度创新[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31] 张欣.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技术的法律风险与治理前瞻[EB/OL].(2023-03-09)[2023-04-15].http://fxcxw.

mzyfz.com/dyna/content.php?id=25274.

[32] 钟义信.人工智能:“热闹”背后的“门道”[J].科技导报,2016(7):14-19.

[33] Jonathan, P., OSHA Summary Report——Copyright in Artificially Generated Works , London: AIPPI, 

2019.

【作者简介】王长征：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知识产权法。

The Basis of the User as the Copyright Owner of Generative Artifi cial 
Intelligence Works

WANG Chang-zhe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School,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Shanghai 200042, China)

Abstract: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works are eligible for copyright protection, and their copyright 
ownership is an interdisciplinary issue involving computer science, law, economics, and other fields. The 
copyright functions of generative artifi cial intelligence works demonstrate the freedom function based on the 
freedom of expression, the focus function connected by the expression of effi  ciency, the competitive function 
pursued by the quality of expression, and the iterative function based on digital human rights. The judgment of 
the originality of generative artifi cial intelligence works should adopt the subjective theory of originality, which 
can be verifi ed from three perspectives: the personality theory of property rights, the labor theory of property 
rights, and the utilitarian theory of property rights. The judgment of human originality contribution in generative 
artifi cial intelligence works should be viewed dynamically and interpreted typologically combined by the stage 
division. Regarding the copyright ownership of generative artifi cial intelligence works, neither the algorithm 
owner nor the designer should be the owner, designating the user as the copyright owner is the most appropriate 
solution.
Keywords: generative artifi cial intelligence; instrumentalism; cooperation theory; copyright owne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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